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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人口抚养比分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一个新的视角。本文运用计量方法研究了陕西省人口抚养比、

固定资产投资、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水平的影响，发现陕西省人口抚养比对经济增长有较强的负面影响，

并且有滞后效应；劳动力投入和固定资产投入长期对经济增长都有正面的影响。经济政策的制定应该考虑人

口抚养比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人口抚养比；经济增长；协整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一、引  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陕西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年均增速高达10%，陕西省GDP由1978年的82.1

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1302.2亿元，绝对量增长了近15倍。但一经横向比较我们发现，2007年陕西省

人均GDP为14583万元，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6.76%，在全国排倒数第9位，在西部12省市区仅

列第4位。这个排名与陕西省的综合科技实力在全国的排名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一现象引起了很

多学者的研究，但几乎没有文献从人口年龄结构的角度来分析陕西省这一独特的现象。陕西省2007

年老年抚养比达到13.2，位于西北五省之首（甘：10.94；青：9.19；宁：8.88；新：9.49），其儿

童抚养比为23.78，位于五省之尾（甘：28.97；青：31.55；宁：33.39；新：29.89）。面对这样一

组极富特点的数据，我们有理由发问，陕西省这种人口年龄结构的特点对陕西省经济增长水平有什

么影响呢?  

人口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一命题，自1798年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问世以来，经济学界

从未停止过研究，至今未有定论。但从目前已有的文献来看，学界更多关注人口总量或人口增长对

经济增长的影响，很少从人口结构的角度出发。正如David Canning（2003）等指出，以往的研究更

多关注人口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忽略了人口年龄结构这个关键变量 [1]。Brander和

Dowrick(1994)，Bloom和Canning（2000）将总人口分为被抚养年龄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认为被

抚养年龄人口的增加对经济发展是不利的，而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会促进经济发展[2] [3]。Bloom

（2003）运用多元回归计量方法对时序数据分析得出，1970~1995年间东亚经济年均6.1%的高速增

长中人口转变的因素贡献了25%~33%[4]。蔡昉（1999）对中国改革以来经济增长的因素贡献做了

一个分解，得出经济增长的23.71%可归于人口年龄结构因素[5]。王德文等（2004）研究表明人口

年龄结构转变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通过劳动供给、储蓄和科技进步等渠道对长期



经济增长施加影响，人口抚养比上升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6]。蔡昉（2004）认为人口年龄结构

非常重要，不同年龄的人群具有不同的经济行为，因而不同年龄结构的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尽

相同。他运用经济增长因素分解方法得出，东亚奇迹中约1/4为人口结构因素的结论[7]。王丰，梅

森（2006）得出中国经济增长15%可归功于人口年龄结构因素[8]。尽管分析方法不同所带来的结论

有所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人口年龄结构是东亚奇迹和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 

以往的研究，虽然以理论和实证的方式分析了人口抚养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很少有文献能

综合地分析抚养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目前，在经济转型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

过程中，科学地认识人口抚养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把握二者之间这一影响，对于深化人口政策，

实现人口与经济之间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主要利用协整理论来研究陕西省人口抚

养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我们理解陕西省滞后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从而为今后制定

经济政策提供参考。 

 

二、人口抚养比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人口年龄结构转变是一个长期过程，它一方面表现为个人的生命周期的变化，但另一方面个人

又从属于家庭组织，所以也反映了家庭中代际的更替关系。对人口年龄结构进行量化即人口抚养比，

人口抚养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通过微观和宏观两个机制来分析。从微观层面来讲，抚养比主

要指它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劳动力规模增大会带来经济增长，人口抚养比提高，则劳动

力供给数量下降，因此会减弱由于劳动力供给富裕所带来的分工所产生的规模效应[9]。抚养比提

高，社会中的消费性人口比重提高，生产性人口比重减少，抚养负担加重，引起储蓄减少，进一步

引起净收入减少，社会收入减少，会制约资本的形成，这样投入生产过程中的直接或间接构成生产

能力的资本存量降低，必然降低社会总产出，从而减缓经济增长。王德文，蔡昉认为人口老化降低

了整个社会吸收新知识和新观念速度，技术创新能力下降，从而诱发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来保护

国内劳动力市场，削弱了技术进步和灵活劳动力市场对长期增长的贡献作用[4] 

从宏观层面来讲，根据收支恒等式：EXGICY　，1.抚养比对消费（储蓄）的影响。依生命周

期假说，消费者是理性的，以其一生拥有的要素资源来总量安排消费与储蓄，以实现一生的效用最

大化。该模型把一生分为工作期和退休期，在工作期间收入大于消费，产生储蓄，在退休期间，没

有工作收入，提取储蓄。储蓄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呈现倒“U”型趋势，处于劳动年龄阶段的人口储蓄

能力最强。所以人口抚养比高，则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低，人口生产性不高，社会储蓄率低，不利于

经济增长；而在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的情况下，人口生产性强，社会储蓄率高，有利于经济增长[10]。

2.抚养比对政府支出的影响。老年人的健康水平趋于下降，除了相应的医疗费用，部分高龄人口还

需要长期护理服务，庞大的医疗费用和长期的护理费用共同对社会医疗保险基金和政府财政支出形

成巨大的资金压力。3.抚养比对进出口的影响。抚养比的提高意味着社会中青壮年劳动力相对数量

减少，劳动力工资有上涨的压力，而且据前面分析，老年人口的增加阻碍技术进步，一定程度上减



少了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 

人口抚养比变化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流程如图1所示。 

 

 

三、陕西省人口抚养比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的建立与数据的选取 

为了定量分析陕西省人口抚养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本文采用扩展的C-D生产函

建立经济计量模型：  

　　 

其中Y表示陕西省的经济增长，用陕西省人均生产总值指数表示（以1978年为基期，单位：%），

A代表技术进步，用索洛剩余表示；K表示固定资本投资，用陕西省固定资本投资总额表示（用固

定资本投资指数处理）；L表示劳动资本，用年末职工人数表示；F为陕西省总的抚养比（单位：%）

为参数。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择1978-2007年为样本期，数据来源于各年《陕西

省统计年鉴》及《陕西省人口统计资料汇编：1949-1990》。为了消除时间序列引起的异方差现象，

分别对其取自然对数。表1的描述性统计给出了1978-2007年各变量的均值、最大值、最小值、中值

和方差。 

 



（二）实证结果分析 

1.各变量的单位根检验 

因为 是时间序列数据，所以首先要进行单位根检验（表2），否则的话会

出现Granger所提出的伪回归问题。由表2可知，这些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都不平稳，但一阶差

分后的数据都是稳定的一阶单整I（1）。因而可以进一步判断各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 

 
注：c为常数项，t趋势项，k滞后项，d表示一阶差分。所有变量水平值的检验方程形式包括截距项和趋势项，一阶

差分值的检验方程形式都只包括截距项。 

2.Johansen协整检验 

由表2检验可知 均为平稳变量，因此可以建立VAR（p）模型。

根据AIC和SIC最小的准则，经过多次试验，我们将各变量的滞后期定位2阶，得到VAR（2）模型

为： 

 

在VAR模型的基础上，可以得到协整检验的具体结果，如表3。经过检验，模型是显著的，且

所有特征根的模的倒数都小于1，说明该VAR模型的结构是稳定的（见图2）。 

 

由表3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水平下至少存在三个协整向量，表明经济增长，固定



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以及抚养比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同时，我们可以得到它们的一个标准化

系数的协整方程： 

 

 

协整方程表明，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人口抚养比增加一个百分点，就会减少经济增长1.22

个百分点，说明人口抚养比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固定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

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其贡献系数分别为0.45、1.22，这与我们的预期相一致。 

3.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根据格兰杰定理，具有协整关系的非平稳变量都可以表示为误差修正模型。上文已经证明了各

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故存在变量之间由短期波动向长期波动调整的误差修正模型。误差修正模

型将变量的长短期参数集于一体，可以很好的描述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对短期变动“负反馈”

的调整机制。下面只列出了D(LnY)这个方程： 

 

我们可以发现，lnY的变化量来自两个方面的影响，第一个影响是各个变量的滞后一期和二期

变化量，可以认为是各个变量的短期影响；第二个影响是上一期的误差修正量，可以认为是各个变

量的长期影响。短期看，固定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以及抚养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都比较显著， 

影响效果由大到小分别为抚养比、劳动力投入、固定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比固定资本投入更

能带动经济增长，这和前面协整分析是一致的。而长期看，VECM项的误差弹性系数为-0.07，这是

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的核心部分，它表示对变量长期均衡关系在短期内的偏离可以起到纠正、调节作

用，该系数反映了误差修正模型自我修正的动态机制。该系数不够大，可以认为该系统的自我修复

功能不强，也就是固定资本投资、劳动力投入以及抚养比对经济增长的反应能力不够良好。 

4.脉冲反应函数 



 
为了进一步研究陕西省人口抚养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需要在建立VAR 的基础上，利用脉冲

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来分析陕西省经济增长在人口抚养比冲击后的反应形态及其影响程度。脉冲反

应和方差分解的结果见图3和表4。陕西省人口抚养比一个单位正向标准差冲击对经济增长表现为显

著地负向影响。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对固定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的反应均为正，分别在第七期和

第六期达到最强。经济增长受自身的变动冲击的绝对水平最高，第四期基本稳定在80%左右；固定

资本投入的贡献从第一期的1.6%一直增加到第15期的13%。这里的脉冲反应和方差分解的分析与前

面的协整检验结果一致。 

 
 

四、结  论 

本文利用动态计量方法考查了陕西省1990---2007年的人口总抚养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结

论如下：  

（一）陕西省人口抚养比对其经济增长有显著的负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有滞后效应。在脉冲反



应函数中，经济增长对来自抚养比冲击的总反应先是显著为负（2—8期）后逐步上升至弱正，最终

在零附近小幅波动，这说明抚养比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不利影响。这与我们前面的理论分析及协整

检验结果一致。陕西省2007年老年抚养比位居西部12省第三，也就是说已经步入人口老龄化高峰期，

应做好相应的准备，加快经济发展速度，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建立健全城乡社会保障体系打下坚

实的经济基础。日本在197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后，人均GDP超过2000美元，而陕西省是在经济欠发

达的状态下迎来了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的物质基础相当薄弱。 

（二）陕西省经济增长对固定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的反应从长期来看为正。由脉冲反应图，

经济增长对来自固定资本投入的前三期反应为负，快到第4期一直到第10期都为显著的正效应，其

中第7期达到最强的2.2%，并且这种效应一直延续了下去。这说明陕西省对固定资产投资短期内整

合和利用的效率不高，对经济增长没有产生正向作用，但是短期时滞一过，经过磨合及学习，便对

固定资本投资有一个很好的应用了。经济增长对劳动力投入的反应为显著的正效应，从第二期0.3%

的反应平稳上升到第六期的2.1%，这说明陕西省密集型产业对经济的带动效应很大，与陕西省工资

水平不高的现实相符。 

（三）陕西省经济增长具有自促进能力。依脉冲反应函数，经济增长对来自自身的冲击有显著

的累积效应，经济增长提高一个标准差新息，则三期内可使自身累积增加4.5的百分点，从长期来

看，尽管这种冲击的总效应有所波动，但始终保持在4%的较高水平上。依方差分解，lnY的波动在

1期只受自身波动的影响，从第2期自身的扰动逐渐下降，第4期后基本稳定在80%左右，但仍起主

要作用。这说明陕西省经济增长具有自促进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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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the Population Burden Ratio on Economic Growth 

——the Proof from Shanxi Province: 1978—2007 

 

Wenjuan Yan,Peishen Cao 

 

Abstract: This article using JJ cointegration test and other methods studied the influence of Shanxi 

province population burden ratio, the investment in the fixed assets and the labor force investment on the 

economic growth .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population burden ratio of Shanxi Province having strong 

negative influence on the economic growth, and has the lagging effect; The labor force investment and the 

fixed capital investment have positive impact on the economy in the long way. The Shanxi Province 

economic growth has self-promotion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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